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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各国对于国际法治的含义、实现方式以及实现程度都存在不同的认识。有关中国的立场，参见中国代表郭晓梅在第 63 届联大六委关于
“国内和国际的法治”议题的发言（2008 年 10 月 3 日）。














中的主要利益。2002 年美国通过的《两国贸易促进授权法》第 2102 条明确规定了美国在 WTO 及其
















这一趋势在美国表现得最明显。在 20 世纪 80 年代前的美国，个人基于违反国际法在美国法院提起
诉讼或被诉尚未获得广泛认可。1980 年的 Filártiga 案判决激活了休眠两个世纪的《外国人侵权求偿
法》（ATCA），该案判决认定法院可以根据 ATCA 对违反国际法的外国政府官员行使管辖权。1995
年的 Kadic 案判决进一步认定法院可以以外国私人违反国际法为由根据 ATCA 行使管辖权。尤其是，
2004 年联邦最高法院做出的 Sosa 案判决给法院根据 ATCA 行使管辖权吃了颗“定心丸”，即私人可以
径行根据 ATCA 对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提起诉讼，不需要国会另行制定法律规定诉由 [13]。这加速了美国
法院经由诉讼路径介入对外关系的进程。Filártiga 案，尤其 Sosa 案后，美国法院受理的 ATCA 案件数
量大幅上升，截至 2008 年，法院据此受理的案件达 185 起 [14]。在欧洲，一些国家的法院也频频以惩治
国际犯罪为由行使普遍管辖权 [15]（P117-124）。
不过，不同国家的对外关系法之间存在着许多差别，这表明一国的对外关系法往往取决于该国的特


































147）。如前所述，Kadic 案后美国受理的 ATCA 案件大幅上升，但统计数据显示，在绝大多数案件中原
告的诉求最终被驳回 [21]（P810-811）。
的确，解决争端是法院在对外关系中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原告看来，法院似乎没有发挥应
有的作用，因为他们的诉求大多被驳回。尽管如此，对上述 185 起案件的统计表明，原告仍然至少在 19
起案件中获得胜诉，在 5 起案件中与被告达成和解 [21]（P811），这表明法院提供的救济仍然不可低估。
更重要的，解决争端不能被认为是法院唯一能够发挥的作用。法院的作用至少还体现在三个方面。
¬ 波斯纳和桑斯坦是两位罕见的认为美国法院应该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对行政部门的遵从或谦让的美国学者。






































际投资仲裁实践中，20 世纪 20 年代初形成的被确认构成习惯国际法规则的“最低待遇标准”引发了激
¬ 在法院审查的对外关系案件，美国行政部门经常通过提交“利益声明”或“法庭之友陈述”的方式表达其立场，美国在这些文件中往往在一定程
度上表达支持外国政府立场的态度。

















当前海洋大国日益重视海底资源的开发利用，我国 2016 年 2 月通过《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法》，
为我国私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海床、洋底及其底土从事资源开发或相关活
动提供了法律依据，也为我国未来参与海底资源的国际立法积累了国家实践。再次是强化履行国际法律




















¬ 参见《宪法》第 67 条第 13、14、18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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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权力，比如 1984 年《中英香港问题联合声明》涉及特别行政区的设置就是一例¬，全国人大不得以行
使立法权的方式间接介入缔约过程，国家主席也多次行使了缔约权。针对国务院的对外关系权限，《宪
































1995 年 6 月最高法院与外交部、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六机构联合发布的
《关于处理涉外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尤其值得重视。该“规定”规定其所指的涉外案件是指在我国境
¬ 参见《宪法》（1982）第 62 条第 13 项。
­ 在这方面，美国可能是唯一的例外。美国《宪法》第 3 条第 2 款规定：“司法权力应适用于下列所有案件：基于本宪法、合众国所有法律以及
根据合众国职权已经缔结或将缔结的条约而发生的所有普通法和衡平法上的案件；涉及大使、其他官方使节和领事的所有案件；有关海事和
海商司法管辖权的所有案件；合众国为一方当事人的诉讼法……”。
® 25 年后，即 2015 年修订后生效的《行政诉讼法》第 1 条才删除了 1990 年该法第 1 条中的“维护”二字。

















8 月 27 日发布了《关于审理国际贸易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该“规定”之所以重要，一是因为它
是中国最高司法机关首次以司法解释的方式明确规定国际条约的适用方式，二是因为它所针对的实施







































































































¬ 这是“比较对外关系法”项目负责人、杜克大学法学院 Curtis A. Bradley 教授于 2017 年 10 月 22 日针对笔者提出的咨询的回复。
· 140 ·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年第 5 期
观念更新会促进涉及法院参与对外关系的制度与机制建设。事实上，即便在现有制度与机制条件
下，观念更新仍然可以增强法院参与对外关系，这是因为对外关系法的性质决定了法院的行动具有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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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e of China, Foreign Relations Law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Functions of Courts
Cai Congyan (Xiamen University)
Abstract A series of measures that have recently been taken by Chinese courts, especially by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should be understood to betoken a new fundamental judicial policy. That is,
Chinese courts seek to enhance the rise of China by increasing their participation into foreign relations,
which leads to the re-construction of function of Chinese courts. The framework of foreign relations
law provides a systematic explanation of these latest judicial activities. More importantly, it provides
theoretical guidance and comparative law support for Chinese courts’ more participation into foreign
relations. The special structure of Chinese foreign relations law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potential
risks arising from participation of courts into foreign relations and makes it possible for Chinese courts
do many things that courts in many other countries cannot do. More supports in ideology, regimes and
mechanisms, however, are needed to enhance the participation of Chinese courts in foreign relations.
Key words rise of China; foreign relations law; Chinese courts; juridical practice; International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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